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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传统的“天命”概念及其信仰方式，乃是中国信仰的基本信仰方式。它导致了中国

历史上“汤武革命”与“圣王受命”的双重意义及其社会学双向特征，以至于导致了中

国信仰核心即天命践行的双重特征，建构了中国信仰的严重而深层的“一元双向”特征；

高度提倡权力与信仰的大一统，却无法消除公共权力更迭及其带来的信仰危机。这就直

接影响到后来中国社会之政教关系、正祀与淫祀、三教合一、身心与天命、圣人、祖宗，

乃至信仰方式中的神祗标准化、当代中国儒教及其信仰方式、乃至中国信仰重构的诸种

重大问题。 

 

关键词：革命  受命  中国信仰  信仰方式 双向特征 

                                                        
1 作者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咨询组专家、

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宗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上

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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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mandate of heaven" beliefs, is the basic model of 

Chinese beliefs. It led to a double two-way of "Tang-Wu revolution" and "Saint from The 

mandate of heaven " which beca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in China's 

history.   

 

   Highly advocates the unification which become of power and faith, but they always 

cannot eliminate the belief crisis which have derived from the state power change. So it has 

deeply constructed of the "a dollar a two-wa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eliefs. 

 

   This direct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beliefs in the later Chinese society,  

a correct or incorrect worship,the relations among Buddhism,Confucianism and Taoism, 

Body ,mind and the mandate of heaven,Saint and ancestor worship so on，and even the gods 

standardization ,other major problems in way of beliefs，until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n  

and the way of Confucianism beliefs,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liefs in China with various kinds 

of major issues. 

 

Key words: The change of mandate of heaven  Mandate of heaven    Chinese beliefs  

Believing model   Two-wa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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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儒教信仰的当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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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儒家信仰及其特征 

   从信仰社会学的研究看来，“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质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为人

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出现的”。因为，“通过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

转化到了个体与某种超验观念之间的关系当中。超验观念构成了一个新的范畴，它使源

于人际关系的各种形式或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神的观念

中得到了既实际又理想的表达。3
 

 

    由此考察中国儒教的基本信仰，实际上即是中国人的天命观念。这个天命观念，不

一定就是对神的崇拜，但也是儒教的本质与核心。 

                                                  

汉语中关于“天”字的用法的全部历史，及其所体现的中国人集体无意识，“天”

这一概念的至上主宰含义从未完全消失，并与一般所谓“鬼神”有着本质区别。“世之

论者，或谓中国无宗教，亦不须有宗教。然如宗教精神之特征唯在信绝对之精神实在，

则中国古代实信天为一绝对之精神生命实在。”这一久被诸多论者忽略的区别，也许是

中国宗教思想中最关键的问题。4
 当然，这也是中国儒教信仰的最基本的信仰内容。 

 

 因此，以往争论中的所谓儒教问题，并非儒学或儒家之整体或全部内容。它主要

是指自殷商、西周以来绵延三千多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

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的制度，以儒生为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

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这个宗教体系，在汉代之后实质上就成为了中国古代

的国教。5
 然而，这个国教徒有国教之名，而无国教之实。因为这个“国教”的观念，

                                                        
2 作者李向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社会学系系主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统战部宗教工作咨询组专家、

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宗教学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经济学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宗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统一战线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基础理论上

海研究基地研究员。  
3
 G·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7 年，第 10、19 页。 
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 1979 年，第 530 页。 

5 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泛本与开新》、《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任继愈主编《宗教问题争论集》，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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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能够得到人们的赞同，但是这说明了在儒学体系的内核当中，应当存在着一个宗

教、信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的宗法性宗教传统，即在中国佛道教之外存在的一个数千

年来一以贯之的本土宗教。这个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中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

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它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和

其它祭祀制度，由此成为了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

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6
 

 

    这就是说，宗教虽然是一种关于神的存在的观念而形成的，但是，神只是神圣事物

的一个例子。7
 即便不以神的崇拜为中心，同样也能够构成独特的信仰体系，具有宗教

信仰特征。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虽然有拜天祭祖的古老传统，但却是个人的自由崇

拜，并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固定宗教。国家所设立的祭祀礼节，含有政治的意味，算不得

是一种制度的宗教。8
 比如当时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它们与周人的伦理道德思想和

殷人的宗教思想，既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特别是在周人的宗法、宗教思想中又逐渐补

充了道德的内容，认为祭祀对象都有某种“善” 的品质。宗教思想只是作为伦理思想

的补充和附属，“天地”、“鬼神”只是人需要处理的各种伦理关系的一种，而不是中心，

更不是全部。9
 即使如格外重要的天命信仰，也成为了世间人伦道德修养的动力和要求，

还可以圣王“受命”与汤武“革命”的方式进行转移。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善

之代不善，天命也”。《国语·晋语》：“国之将亡，天命也。”善，可为天命；国家灭亡，

亦是天命。天命则是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配置的神圣资源而已，似乎还有一个更高的

信仰者作为天命转移的主体、处理天命信仰的转移等事关权力更替、朝廷易主的事情。

儒教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在这里。 

 

所以，儒教是否为宗教，取决于对宗教采取的定义。广义的儒家思想包括了从非神

到默认神的过渡内容，但其主要特征则是非神方面的。由于它也发展出一套处理所谓终

极问题的思想系统，特别是指向某种终极道德意义，所以具有强烈的宗教作用，同时对

社会政治秩序影响深远，所以必须把它当作有宗教特性的社会政治教义来看待。10
 

 

    与其说儒教是一种宗教，还不说是一种信仰体系，具有宗教特征、国教形式的信仰

                                                        
6 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第 1 期。 
7 参杰弗里·C·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第 308 页。 
8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华书局 1933 年。 
9 崔大华《儒教辨》，《哲学研究》，1982 年第 2 期。 
10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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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只是这种信仰尚未成为宗教建构的中介，一直在国家权力、道德权威的制约之中，

未能走向宗教建构之路，而依赖于国家权力成为一种构成神圣、意义的仪式性实践方式，

并且通过这种特别的仪式代表了神圣意义的联合，进而经由“仪式的联合产生了神圣信

仰，这些信仰反过来又支配着联合本身。”11由此才形成了儒教难以定义为宗教的难题，

同时却又具有着一般宗教的诸多特征。这就是说，“信仰是宗教的特殊沟通媒介，它与

其他媒介——如权力、权威、真理、情爱或艺术——的分化，只有借助于一种通过符号

而普泛化的代码才能实现。因此，这种分化便要求一种特殊的宗教教义学”。12
 而这种

特殊的宗教教义学，实际上即是儒教信仰及其信仰方式的特殊形式，只能借助于一种符

号而普泛化的代码才能实现其神圣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源自天帝、天命崇拜的中国信仰，经由先秦时代之宗教祭祀等社会

公共形式，已经融入了国家权力结构、具有了社会礼俗、宗法家族的生活方式，其神圣

的意义已经建构了经验与行动的模式进而制度化。而这种信仰体系及其实践方式，又常

常受制于中国历史诸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中国特征的扩散性，经由国家权力向着社会

生活、个体生命的各个方面，层层表现而具体实践。 

 

这就呈现了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儒教天命及其信仰方式的构成。 

 

二．儒家天命及其构成方式 

在中国信仰的起源形式上，商人之祭祖为了出于对祖先的恐惧，而周人主要表现在

祭天（帝）的方面，其祭天的目的，是要永葆天命，包含有长远的政治愿望。因此，西

周金文中常见的铭文如“子子孙孙永宝用”、祈求个人寿命，其“永命”的社会意义与

个人生命无关，而是天神或祖先之命，更是权力的生命，而与生命之性命无关。13
 这说

明中国信仰与世俗权力而非宗教的内在关系。它没有独立构成宗教，却被镶嵌、编织在

政治权力的网络之中了。 

  

西周的天命观念，大凡是指上天对周王之命，即赋予周王的政治统治权力，不关系

个人的寿命；诸侯以下则不得与天命。春秋时代由于天子对天命的垄断被打破，天子以

下的人们才能与天命发生关联。从此，天命的观念才从政治权力的信仰依据扩展到社会

性的个人寿命，而个人生命来源于祖先的信仰遂有转移皈依到天帝的趋势。14
 如西周晚

期宗周钟铭文云：“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其所保者是王位而已。 所谓“帝者，

                                                        
11 参杰弗里·C·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第 313 页。 
12 尼可拉斯·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中心、道风书社 1998 年，第 137 页。 
13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154、第 304 页注 2。 
14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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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帝者，天下所适也。” 
15

 反映的就是天

命信仰的的仪式化实质。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这个“德配天地”的德，就是顺从“天”的政行，是善政、

美德。所以，这个“德”还是同姓或同宗德人所共有的东西。因此，传递于祖孙之间、

父子之间的“德”，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家族的政治势力、具体的来说就是世为王官的职

守和权力。祖德与己德的联系，祖考的职守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世并行一体的。16
 而

具此“德”之君子，必然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子，是天命的表现形态、制度化形态、

理性化组织形态。由此可见，这个“德”是一种信仰与权力的整合形式，是“民”与“神”

的双重体现，也是神人关系的双重整合以及在此整合构成之中的权力渗透。具备此“德”

者，上足以配天、敬天，下足以忠信于人鬼之间，足以君临天下为天子，是“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的圣人。17
   

 

 天命信仰于是具备了人间的德行，“天命惟德”的宗教伦理因此问世。“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人间德行上配于天，这就是“以德配天”，或者是敬天以德。把道德属性按

照人间的权力需要赋予了天神，使“德行”成为天意神性中最重要的构成。同时，对于

社会伦理的强调也提高到宗教的高度，是神性对于人性的赋予。而权力的拥有者如果能

够“修德”而“保民”，则成为能否邀获天命、把自己包装成为天人关系的中介或成为

天命体现者的决定因素。   

 

这个信仰原型，在于它并不是源自于西方基督教上帝信仰那样的至上神崇拜方式，

而是一个普遍主义（天）的特殊信仰（命）方式，并以其普遍的特殊主义方式将普遍的

赋予改变成为个人精神的非常禀赋，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普遍主义的内涵。同样是

上天的命令，接受者可为个人，也可以是个人的身份，甚至是以其个人的身份在其接受

天命之后转变为国家的生命即现实权力的合法性。 

 

    这说明，儒家的天命信仰，并非来自个人的创造，而是赋予人们、行为、作用、制

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神圣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

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紧密联系。它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超凡特质的权威及其血统能

够产生神圣的感召力，而且也是社会中的一系列行动模式、角色、制度、象征符号、思

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与终极的、决定秩序的神圣力量相关联，所以是

                                                        
15 《初学记》卷九，“总叙帝王”。 
16 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281－289 页。 
17 《左传·襄公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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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宗教一般令人敬畏、使人依从的神圣特质，以至于这“……神圣信仰是以强制

性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它们的力量更多地只是来自对报应的尊重，而非对它的畏惧”。18
 

 

天子及其王权作为天命信仰、革命信仰的制度化和秩序化的历史结果和自然结果，

其一是天命、革命信仰，其二是天子、圣人，其三才是王朝、王权的构成。在此结构之

中，促成了王朝、王权的合法化，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圣人正义论，19
 最后也反过来促成

了天命、革命信仰的制度化、秩序化，建构了中国权力秩序的核心，把天命信仰嵌入在

天子权力秩序与圣人的道德教化之中。 

 

这就是儒家天命及其信仰方式的基本构成。其一，神圣的形式及其所由建立的仪式；

其二，仪式性实践与道德权威的构成，它们所维持的神圣观念；其三，这种仪式实践所

要实现的神圣目标；其四，这种神圣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象征过程。而研究

这种信仰方式的构成及其实践过程，实际上也就把握了儒家信仰的主要关系。 

 

三．“革命”与“受命”的信仰方式 

儒家所谓“天命”，“天”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而“命”则是一个承继普遍性的东

西。“命”在古文之中本作“令”，所以天命就是的天的命令，引申之，可作为国家或个

人的生命，因为它们都是上天或上帝所赋予的，一方面是受命，另一方面就是革命。20
  

 

“命”与君主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命”与臣下的关系则是道德信宜的关系，后者

是前者的基础，个人的“命”就转为国家之“命”。所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民听”，似乎是一种“古代民主思想”，但是，它还有“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民也” 
21

 

的世俗安排，天命依然还是其中的权力渊源和支配形式，实际上就是从天命到信宜的过

程，从信宜到秩序的制约，从个人的精神禀赋到国家权力的受命，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的体现过程。个人的精神禀赋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体现紧密结合在一起。两种“命”呈

现为一种互动的结构，随受命、革命的形式翻转，以及信仰、权力、道德之结构转换而

不断的转换。 

 

受命而王，其神圣意义是，它的国家是天命所赐予，帝王就是承继天命的合法的代

表。革命则是受命的反面，上帝事先都将有启示，如某种祥瑞或者灾害。22
 所谓“天命

                                                        
18 参杰弗里·C·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二卷），夏光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第 308 页。 
19 有关“圣人正义”的概念，参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第 12 页。 
20 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1997 年，第 139 页。 
21 《左传·文公十三年》。 
22 斯维至《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1997 年，第 4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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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鸟，降而生商，”是祥瑞，是受命的启示；而地震洪水，火山爆发，是灾害，是革命

的象征。在此基础上，权力秩序才可能予以构建。天命信仰于是就转变成为伦理支配的

形式了。“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

之主也。” 
23

 

 

对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强调，导致神人关系及其逻辑的转换。帝王、圣君

的“气受中和”、“德含覆育”、“事功业绩”，乃至于立德、立功、立言等现实社会的“行

与事” 等有限努力，均能转化成为一个帝王之神性禀赋的若干前提。 

  

上古文献中反复强调、申明，“惟王受命，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等等，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仰实践权力的合法性要求。尤其是在汤

武“革命”，几乎成为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工具或手段之后，这个要求更是传统中国之

天命信仰关系经由变迁的历史必然。  

 

圣人受天命、传天命；圣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觉后生也。显然，

圣人可以代天！然圣人必须“得位设教”，所以圣人之大宝曰位，不在其位，难以设教。

如《礼记·中庸》记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

亦不敢作礼乐焉。” 转而把本具终极性的天命信仰内在化，而把“德”与“位”视为圣

人受命不可或缺的路径依赖。 

 

这个受命的方式，对于原来受命者来说，它就是革命的、颠覆性的、不受约束的，

甚至是在其进行“革命”的时候，同样也是一种与传统、社会形式、制度和常规生活习

惯水火不相容的力量。所以，这种信仰原型，促使儒家信仰是一种具有双向性特征的关

系模式。受命是一种模式，而革命则是另一种模式，并且与受命模式相互对立、冲突。

它们之间的冲突与平衡，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变迁或分合、治乱的主要力量，甚至是成

为了中国人喜好区分正统与非正统、正祀与淫祀、成王败寇等等二元思维方式的信仰原

型。 

 

敬天以德，易姓受命，奉天承运，如同“德行之神”，成为中国人的公共崇拜对象，

包含了任何其他形式的天命信仰却又制约了任何其他形式的天命信仰。因为，这种带有

先赋性的垄断式天命信仰，在其内在地分化出受命与革命两两相对的信仰方式之后，它

便在其内核之中潜藏了一个二元对立的象征交换关系：一个是受命，另一个就是革命。 

 

                                                        
23 《左传·宣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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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士》中“成汤革夏（命）”，即是“革命”事件首次见载于中国史册，于

是就有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24

 的信仰法则。其后，还有周武克殷的革命。它的

主要意义是，惟有符合天命的权力更替或改朝换代的历史行动，才能是完全符合天意民

心、道德正义。当然，“天命”信仰与“革命”观念相对应，实乃周人提出，是周人在

灭殷之后以证明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因为“革”的对象是“命”，所以，它在信仰层面的意义，即是生命、命运、天命

等义；而政治权力的交替就是“改命”，促成的就是天命的转移，权力的正当性就是对

天命的应承而已。这可能是源自于夏朝“祀夏以配天”的国家统治传统。25
 中国的朝代

更易，必须征引天命，正是出于这个传统，26
 同时也造成了信仰主体、信仰方式的变迁。

天命依旧，但受命者依旧更换；而基于朝代更易而来的制度要求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

“改制”，即改变已有的政治文化图像，以显示天命之之转移和眷顾对象的改变。因为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治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

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27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帝王在改朝换代之际通常自称承天受运，“革命”一词几乎

成为强权的专利。如朱元璋说：“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 
28

 

他以否定历代“革命”的方式，来宣称自己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应天顺民”。其中

自然包涵了“革命”中的合法性。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征伐之道，当顺民

心。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29

 

 

正是这个缘由，天子、圣人之间所进行的天命转移，实际上是历代中国“革命”的

基本原因。它既是道德革命、信仰主体更换，也是随之而出现的权力更替、改朝换代、

天下易主的革命。而中国人的信仰原型的构成，本质上是天命观念的制度化。“圣人以

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讲的是圣人设教；“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

的信仰——权力般的行动逻辑，形成了道德教化之仁政、“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30
 的政治要求。为此，这个“革命”首先 是一种信仰的革命，基于信仰、道德的权力

秩序设计。 

 

                                                        
24 《周易·系辞》。 
25 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第 35 页。 
26 许卓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 1994 年，第 106－108 页。 
27 《春秋繁露·义证》。 
28 《明史•太祖纪二》。 
2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222 页。 
30 《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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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个基于天命信仰的角色定位，其信仰主体当然不是老百姓。因为这是天

赋的信仰主体，血缘血统及其权力等级的制约，只有具有“革命血统”者方才能够进行

革命。一般而言，天命只能在特殊的人物之间交替或交换。所谓“天命”的提法，仍把

皇帝视为“天子”，肯定了“革命”话语背后的“天命”接受者的角色类型，也肯定了

所谓“皇帝不是老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31
 的伦理预设。即便是一般小人物要

闹革命，那就必须有一个天命“受命者”的人造方式，以示承天受命，方可替天行道、

举行革命。 

   

四．正邪双向变迁的信仰方式 

表面上看，受命与革命——这似乎是一种圣人正义论的二元构成模式，一种宇宙构

成的二元论，试图说明的是人间社会、宇宙之间两种力量的互动关系。如《周易·系辞

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进而解释为出自天命一元论而预设的二元结构论。《周易·系

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

业。”其中，“太极”是什幺呢？说法很多，朱子认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于是他

发展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这个所谓的太极，似当为一元中心论的天命信仰，正是“生生之谓易”、却又因人

而异的信仰方式。它主张变化，主张衍生，注重一元之下的二元对应（而非对立对抗的

紧张关系），以及由此两种力量、两种关系演化出去的多层对应关系。从无到有，或从

有到无，都归之于阴阳的“推移”或“动静”所致。周濂溪《太极图》说：“无极而太

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后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阳，两

仪立焉。”在此一元化信仰方式下，人们在讨论自然现象人事、行为时，总是二元并举。

天地、乾坤、阴阳之对举，其它的则有正邪、治乱、分合、刚柔、盈亏、往复、寒暑、

损益、终始、男女、盛衰等等二元对应关系。 

 

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阴阳本身就是宇宙的两种原

动力，成波浪式的交替前进。 
32

 它们反映到人事权力的更替上，即可说明君子与小人

之间道长、道消的信仰交换原则。  

 

受命者无能了，革命者代之而起。 受命与革命的历史循环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

——权力的循环论，主要在于谋求从信仰或道德的改变之中，并将德性集聚于天命与社

会角色之关系，两者整合为圣人正义论，以寻求解释历史变迁现象的原则或通则。“终

                                                        
31 陶成章，《龙华会章程》，见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535 页。 
32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 2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第 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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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始，天行也”、“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古老的汤武革命，关键在于一个配天享有

的“德”字33
 ，这才是帝王作圣的“受命”信仰。汤武革命，即中国圣人的革命原型。

所谓“帝王之兴，必俟天命。” 
34

 而圣人受命而革命，革命的神圣性自然而然，理所当

然。35
 庶民百姓如欲参予其间，手段仅有一个，那就是使用权力来改变受命的信仰方式。

缺乏权力者，首先就要获取权力，其次才能发生信仰主体与权力关系的转移。 此当为

传统中国最深层的信仰方式。朱熹把它解释成：“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

盛，只管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 

 

天命，就是一种这样既普遍又特殊的信仰方式，它不存在普遍的标准，可公可私，

可正可邪，成王败寇，其信仰方式如此不稳定。正如金耀基先生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制

度化异常突出的儒教伦理体系，在其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前后矛盾的价值和规范，所谓忠

孝不能两全，公私不能兼顾，以及仁礼、圣凡之间的基本冲突，其中尤以个体为主的价

值以家庭主义之服从的规范之间冲突最为明显，从而存在着典型的社会学的两向性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36 

 

 在人类历史上，将此类二元关系予以一定范畴化和制度化，应当是人类文明历史的

演进结果。其基本策略，即是一种“二元编码机制”(binary codings)。这个所谓的“二

元编码机制”，是在对人和物等进行分类的过程中，采用对立概念来进行区分的方式和

策略。它是社会范畴化的主宰偏好，是区分对立关系的最好方法。至于在中国历史的演

进过程之中，那种基于天命信仰而不断再现的受命与革命两两相对的二元对立模式，恰

恰就是中国信仰方式的二元编码机制。它们无疑是传统中国权力结构、家族关系、社会

秩序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信仰主体与权力主体把历史规则、人际伦常予以二元对立范

畴化的基本策略。 

 

经由天命信仰所引发的圣人正义论，分别表示出受命与革命的两种信仰方式。这个

独特的信仰方式及其实践逻辑是：以天命信仰为核心，惟有圣人之德才能基于敬天以德、

构建一元核心编码，其次才是受命与革命的二元次级编码。所以，在此次级二元编码基

础之上所构成的圣俗、善恶、生死、超越与有限等等范畴并不发生对立，而是能够在一

元核心编码的机制之中即对立冲突、却又整合一统。即使是在官守、人文与百姓、鬼事

之间的二元次级编码，也完全可以在王权教化之中予以基本整合。即使是革命成功之后，

固有的次级二元编码机制被打乱，但在其新王朝权力秩序得以构造的基础上，这个一元

                                                        
33 详参李向平《王权与神权》第二章，“作为周代王权根据的天神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34 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论》，见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6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2174 页。 
35 刘小枫《儒家公民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第 41 页。 
36 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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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核心编码机制重新得以复制。 

 

致命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固有的天命之受命者，同时也会面临着历史上任何一个人

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威胁，时时刻刻在暗示着任何一个企图以天命来表达自己的信仰

方式的革命者，促使已有的受命而王者将会失去那固有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因此，中国

信仰方式中的此岸彼岸、超越与现实、圣与俗、公与私、天下与个人、和谐与冲突、国

家的治与乱……，均在此种关系之中，转变为一种“关系的存在”，基于上述的一元编

码机制而不断地呈现出二元编码机制的分合、震荡或冲突。 

 

董仲舒曾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目的就是给国家权力罩上信

仰天命的灵光，天(上帝)成了最高权威；政府的行政命令，都假借天意来推行；皇帝“奉

天承运”，代天立言，诏书名曰“圣旨”，即具有神圣信仰的意义。而为了给此信仰方式

以理论的解释，儒家的经书便被捧上神圣的地位，被用来引申发挥以解释“天命”、“圣

意”。“既是信仰、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并由此四者整合，完

整构成了中国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基本因素。 
37

 

 

然而，如果将中国古代的“上帝”、“天命”视为入一神教崇拜那样的“至上神”来

论证儒家为宗教，并认为儒教与基督教一样，都信仰着一位至上神，无疑是失之妥当的。

这可能也是往昔近三十年来儒教是否为宗教者争论双方的一个死结。 

 

   天命及其信仰，仅只中国人的一种信仰方式而已。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命，表面上看，

似乎是可以人人共享的价值资源，是一个和合为一的价值整体，好像“中国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框架下运作的”。38
 但其打通“天”与“命”之

间“德”，却具有无可改变的两向性关系，并且已由国家权力渗透进入这个以“德”字

为符号的共享机制及其普遍性代码，其所谓道德与非道德之现象就成为了合法与非法、

正与邪的界限，国家权力就能够作为交往媒介、并以其信仰方式而发挥其规训或惩罚的

功能了。 

 

这种基于道德交往媒介的规训与惩罚的功能，本质上就是在其国家结构整合之后，

乃是一种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或者说，这种权力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被理解为符

号普遍化的交往媒介，作为互惠关系的中介，权力仅仅是代码指导的普遍交往而已，是

                                                        
37 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1 期。 
38 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 2006 年，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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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过程的模式化 。39
 在此基础上，权力也作为“道德”的替代物、作为神人之际的

交往媒介而起作用了。它作用在神人之间、圣凡之间、正邪之间……；而神人关系、正

邪关系、圣凡关系……，因此而是权力的表达工具。为此，最初是道德心性、继而是国

家权力，最终是两者的整合结构，成为了神人、圣凡、正邪之交往中介。因此，国家权

力及其信仰方式能够决定了圣凡、正邪、成败……换言之，中国历史中的圣凡、成败、

正邪大多由国家权力的更替而产生，国家权力的更替都会带来信仰方式的危机与转变。

这是因为，“中国皇帝不仅要控制人间，而且还要控制鬼神世界。……把由一群人构成

的集团树立为一种也许可以成为神的东西，但并没有终极性”。40
 

 

    一方面是信仰终极性的缺乏，一方面却又因其信仰方式具有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机

制，方才能够使“圣人以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

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神道设教而天下服”。41
  

 

五. 心性化的天命信仰 

     传统中国的天命信仰及其“受命”与“革命”方式，将天下与国家，个人和社会、

宗教与信仰等二者的关系予以整合。天命崇拜的仪式化结果，即是国家信仰行为，但天

命信仰方式的构成核心，则是要依赖个人的德性并经由一个权力制度的安排才能够做

到，不是一般的个体信仰即可实现的事情。尤其是在天命崇拜的表达形式与权力化、制

度化的过程之中，信仰方式及其对社会的整合，必须在权力的结构之中才能实现。这就

是说，信仰的实践方式、道德权威的构成，往往要与政治权力及其表达形式的结合才能

实现。      

 然而，这种信仰方式却基于存心、养性，故而儒教要将“事天”比同于价值修养。
42 正如儒家经典《中庸》之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样，打通

了天命、道德与心性之间的关节，在所谓内在超越上假设了天人、神人关系的同心同理，

进而高度肯定了“我欲仁，斯仁至矣”，以及“为仁由己”的道德自觉。 

 

可是，这种高度肯定的道德自觉，却削减了天命信仰的超越特征，而将天命内在化、

心性化，以人的道德心性为转移。虽然这种天命信仰也认为人的一切存在根源皆在于天

或天命，然在其道德心性层面却把“天“与”命“分别对待，“天”具有终极本体特征，

“命”却是信仰者对于天的感悟和体验，却是时时可以改变的东西，这个给定的、不可

改变的天人关系的建构，终于在其基础层面被一个“命”字所动摇了，缺乏了终极性。 

                                                        
39 参尼克拉斯·卢曼《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5－20、36 页。 
40 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 2006 年，219 页。 
41  程颐《伊川易传》卷二《观》。 
42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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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在强调天命信仰者以存心、养性来事天的同时，却把人的情欲要求与仁义礼智

圣等基本德目统称为“命”或“性”，统属于人的感性需求，主张“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43 天不可变，命却可移，即便是圣人之于天道，亦属于命。 

 

为此，当中国人一再强调或主张“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天

道无外，此心之理亦无外”、“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境界的时候，表层上似乎是

表达天即人、人即天的道德超越，实际上却也表达了天命信仰之难以依赖，表明了天命

的非终极特征。为仁由己，为圣由己，那么，革命则在于人之一心。归根结底，人们信

仰的，还是自己的道德心性。 

 

如何控制这个源自于“天”之信仰而出现的“命”的偶然性，由此而成为国家权力

神圣性、普遍化的问题，以阻止权力代码的分化或个别化。西汉初年，董仲舒和其它儒

生都曾想借用“天”与“命”的内在矛盾以构建天遣之论，以灾异现象批判政治。当然，

这个要求遭到汉武帝的拒绝。不过，从汉元帝开始，皇帝们则认真按照儒教教义行事，

几乎每年都要因灾异而痛下罪己诏。然而，随着政治状况的每况愈下，天变的责任慢慢

地从皇帝、君主身上转移到了臣子下属的身上，并且还有因为天变而遭遇杀害的臣子，

形成一套相应的权力程序。44
  

 

实际上，此源自于天命信仰的权力代码的分化倾向，同时也是天子王权在重新利用

“天”与“命” 的双向性关系，试图在“天”与“命”之间再度强调“天”的至高无

上，将“天”的权威归之于己，谋取自己的合法性，而将“命”的差异和责任转移到臣

子下属的肩上，甚至是可以转移到各种国家职事者的头上。因此，在中国儒教的发展史

中，天命信仰以及由此导致天子和臣下关系的矛盾，使他们在承担天变、天灾之罪责层

面，却一直成为这个权力秩序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既是权力秩序和自我

神圣构成的催化剂，同时亦是王朝秩序和权力结构的瓦解因素。从上古时代的“郊社补

修，宗庙不享，”到后来王朝政治的“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无不遵循着这个衍变

逻辑。 

 

 严重的问题是，出自天命信仰、却又内化为个体本心的道德心性，具有终极可靠

的超越特征吗？ 

 

                                                        
43 《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

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谓命也。” 
44 李申《中国儒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 153－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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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冲突，中国人只好将自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公己”(public self )

的层次，另一个是“私己”(private self)的层次。其公己关系，随天人、人伦关系而调节，

私己则不必因为他人影响而轻易改变。对中国人而言，公己主要是对他人的“演戏”的

自己，是角色，私己是对他人保密的自己。公己重应变，私己重稳定。45
 换言之，公己

是一种角色要求，无法稳定也不需要稳定；私己欲求稳定而无法做到稳定，常常听从公

己的诸种要求而不能自己。所以，这种矛盾表现于中国信仰方式之间的时候，就是一种

公共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巨大冲突。 

 

这个公私矛盾，有其表达形式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实际上就源自于中国天命信仰方

式及其内在的两向性矛盾。这种两向性，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对于指定给社会中的

一个身份或一组身份的态度、信念和行为之相互冲突的规范期望，它在最狭窄的意义上

则是指某一单一身份之单一角色所必须同时满足的相互冲突的规范期望。 

 

正如余英时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著中指出指出的那样：“正由于中国的‘道’

缺乏有形的约束力，一切都靠个人的自觉努力，因此即使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中也有许多

人守不住‘道’的基本防线。” 46 这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宗教体系之中已经存在着公共

宗教与私人信仰之间几乎是先天性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消解和处理，在很大一个层

面上就决定了该宗教的社会特质。实际上也指出了公共权威与个人信仰之间的矛盾，说

明了天命信仰尽管崇高，但也无法对于社会伦理之生活进行应有的组织，常常要落空的

价值寄托。  

 

从社会学的双向性出发，我们可以将信仰方式及其制约的社会角色，视为一个由规

范和反规范构成的动态组织，而不是将它视为一个由各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特征构成的复

合体。主要的规范和次要的反规范轮流制约着角色行为，从而造成了两向性格。47
 受命

与革命、合法与非法、公己与私己、正统与邪恶……，神人互惠关系、天命人道关系、

人际伦理关系、和谐与冲突、分裂与统一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源自于这种规范与反规

范的矛盾、冲突，具有了双重性质，形成了迄今为止中国人的双向对立的信仰方式与思

维方式，据阴为阳，或阳奉阴违，或者是以天命形式进行人伦权力、社会资源之争，总

是不脱成王败寇、唯我正统的信仰立场。 

 

为此，天命为核心的中国信仰方式——总是在此双向性交织、冲突之中，反反复复、

                                                        
45 杨中芳《试论中国人的‘自己’：理论与研究方向》，见杨中芳等主编《中国人·中国心—人格与社会篇》，台湾远

流出版社 1991 年。 
46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湾联经出版社，第 50 页。 
47 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5 页，注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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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地制约着中国历史与社会文明的变迁特征，最后决定了这个变迁结构的正邪、

合法与非法、神圣与世俗等等。 

 

六、走出“魔鬼救世主传统”的私人信仰方式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在“受命”与“革命”之际，区分了正邪与成败的信仰方式，

即能在社会分化成为两种对立的力量之际，把不同的信仰关系或信仰主体，裂变成为一

种“摩尼教式的”斗争方式，非此即彼，黑白分明，你死我活，对对方采取极端的、毫

不妥协的仇恨，从而认可了任何一种对他们采用的最恐怖、最野蛮的暴力，最终构成信

仰强制或道德暴力。 

 

这是因为，天命之信仰方式已经全面嵌入了国家权力秩序的建构，在建构秩序与反

秩序的双重力量中，已经作为国家秩序的天命信仰方式无疑就会把那些反秩序的力量，

视为随时都有可能对固有的“受命者”进行“革命”的潜在可能，并且会认定为反天命

的力量；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即会把天命信仰意识形态化，视为支持或稳定固有权力的

神圣资源，力图解除“革其受命”的任何可能。 

 

正是这种双向性，促使掌握了天命信仰方式的受命者，常常会以“道德”与“非道

德”的手段对付任何“革命者”，形成了“魔鬼学救世主传统”。这就是将自己的敌人妖

魔化为“阎罗”、“魔鬼”……，必欲灭之而后安。“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暴力行为的

对象（等待惩罚的罪犯、叛乱者、敌军、甚至是现代社会的‘阶级敌人’）总是被妖魔

化，以将针对他们的血腥行为合法化。”48
 

 

这种源自于天命、使用天命信仰甚至是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方式，来处理“受命”或

“革命”的双向性可能，最后使天命信仰方式始终难以出离这种二元斗争的魔鬼学救世

主传统，不仅只是公共权威与私人信仰方式之间的张力，而且变迁为这样一种贯穿于中

国历史的信仰传统：不是救世主神圣，就可能陷入魔鬼学。 

 

由此看来，天命信仰为其“王侯的神圣起源，仅仅说明了权力在其手中达到高度集

中罢了；一旦社会一体化和整体客观化对于个体来说达到一定程度，他便会成为超验力

量凌驾于个体之上；不管它是一仍其旧，继续完全作为社会力量，还是已经披上神的观

念的伪装，围绕着它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个体究竟应当或必须付出多少劳动，才能

履行其义务，处于个体彼岸的原则又能为此作些甚么。个体从超验力量那里获得了独立

的能力，并确定了这些目标和途径，但是，个体在于超验力量之间的关系中究竟能有多

                                                        
48 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李里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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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独立性，则始终是个问题”。49
   

          

在此问题之中，即是公共权威大多是藉由着信仰方式来构成其权力秩序，表达为国

家秩序中固有的神圣化要求，同时亦会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强制性特征，为此，这种天命

的信仰方式具有“国家信仰”特征；而个体心性信仰的表达方式，则可以在天人关系层

面，自由随意，不拘时空，不会承受过多的外在条件限制，特别是这些私人信仰方式常

以主导信仰与次级信仰之间、如儒道信仰、儒佛信仰间互补的形式呈现出来，或者是以

政统信仰之外的私人信仰形式，而碍于个人的政治身份或职业地位，无法去追求任何外

在的表达形式，只能以隐私、秘密的形式选择一种方式去信仰，事关自己个人的人生关

怀。因此，公共权威与私人信仰之间的张力，主要是信仰者个人面对强大的公共权力秩

序，镶嵌于国家神圣化的强大要求之中，以追随精神随意和个人意志的暂时自在，并由

此而构成了国家信仰与私人信仰之间的特别张力。 

 

特别是当无数个别的私人信仰需要整合，构成一个具有一定组织规模的信仰方式，

需要把神圣资源予以组织、制度化的时候，这种张力的作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能够

决定一种信仰的走向，决定这一信仰在一个国家权力秩序、乃至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广度、

深度、乃至信仰者对此信仰的委身程度。 

 

当这种张力格外的强大，阻隔了从信仰到宗教的结构化路径之时，中国人习惯的私

人信仰模式，就会对此信仰模式特别保守和格外偏爱，不去追求“国家信仰”才能具有

的群体信仰规模、或公共型话语群体的表达能力。于是，这种私人信仰模式，就难以直

接建构出一种宗教－信仰本来就应当具有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它就会停滞在私人领域，

难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构成了一种中国信仰模式方才具有的“信仰社会学”现象。

因为，真正的信仰需求，应当是一种社会化或者具有社会形式的信仰需求，而非私人的

信仰要求或国家层面的信仰需求。如果社会领域的狭小或缺乏相应的社会领域，这种宗

教需求就会走样，结构变型，显然会使信仰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大打折扣，甚至是无法表

达出来。这就构成了国家信仰、私人信仰与公共需求之间的双重矛盾。 

 

时下里人们极为关注的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宗教管理的法制化要求，宗教－信

仰价值的公共性问题，应当就出现在固有的公共宗教与私人信仰张力之间所变异出来的

宗教－社会领域，尤其是表现在 1980 年代后、在国家与个人间的新生地带所呈现出来

的政教关系变迁领域之中。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所独有的信仰社会学现象。它导致了中国

                                                        
49 G·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7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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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方式的发展，在如何进入宪政建设架构的问题上，不得不制约于国家、政统的神圣

化要求以及私人信仰的心性化表达路径。为此，公共信仰、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体——

即宗教组织的制度化，由此表现为当代社会中政统信仰、私人信仰、社会信仰之间的三

角变量关系。它们之间的大小、强弱、宽窄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影响或制约了当代信

仰方式的变迁与重构，特别是制约了中国信仰方式的社会建构、及其公共性表达及其表

达方法。 

 

为此，把宗教需求视为私人信仰之表达所必需的组织资源、信仰群体组织化必须具

备的合法性条件、中国人的信仰如何神圣化等基本要件。这些与中国宗教－信仰紧密相

关的信仰——宗教需求内涵，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紧缺的神圣资源。而这些神

圣资源在国家、私人和社会三大层面之间的分配和使用状况，客观上就决定了国家、社

会、个人对于神圣资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层次结构，从而打造了当代中国信仰公民化、宗

教社会化、权力法治化的特殊语境，最后也构成了当代中国信仰方式的公共性表达要求，

最终才能走出那种因为“受命”与“革命”双向正反的“魔鬼救世主传统”。 

 

 


